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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经部文献研究·

重论《书序》的今古文问题与汉初《尚书》学∗

高 中 正

　 　 内容摘要:今、古文问题是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,又以《尚书》的
今、古文最为繁杂。 西汉初年是否有今文《书序》,与《泰誓》 “后出”、今
文《尚书》之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是否分篇等,相互纠葛,成为《尚书》今古

文问题中的重要关节。 汉初伏生所传为二十八篇,《泰誓》在武帝末年以

前已被发现,因官方政令而受博士传读,纳入今文《尚书》系统,始有二十

九篇之数。 而今文《尚书》的《顾命》 《康王之诰》两篇为一,与古文《尚
书》不同。 熹平石经《尚书》来自欧阳本,以此为定点,可知汉代只有孔壁

所出古文《书序》,今文家欧阳《尚书》的二十九篇之《序》是从古文《书
序》摘抄而来。 厘清今、古文交涉情况,对于了解汉初的《尚书》流传、经
学师法形成“前夜”学者间的交流互动,都有一定助益。

关键词:《尚书》 　 《书序》 　 汉代今古文

《尚书》的今、古文问题,对于两汉经学史和古史研究都关涉甚重,因
其头绪繁多而被认为在两汉经学今古文问题中“最纠纷难辨”①。 清代以

来的不少学者,都曾在相关议题上有所着力。 他们的讨论,虽廓清不少误

解,但也留下了一些争议②。 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就是是否存在今文《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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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∗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“ 北大汉简语词考释及相关问题研究”
(20CYY039)阶段性成果,并受到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。
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,中华书局,1954 年,第 47 页。 两汉《尚书》今古文问题的学术

史梳理及相关专题研究可参看刘起釪:《尚书学史(订补修订本)》,中华书局,2017
年;程元敏编:《尚书学史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 年;马楠:《周秦两汉书经

考》,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彭林指导),2012 年。
如今、古文《尚书》的篇、卷数目与次序,今、古文《尚书》的判断依据,《泰誓》的古

本、今本等。



序》①。 而今文《书序》的有无,又跟《泰誓》出现的早晚、《顾命》和《康王

之诰》是否分篇等公案息息相关。 除了资料的不足与记载的歧出之外,
部分研究者将不同时期的文献纳入同一平面讨论,而未能进行审慎的史

料批判,也是相关问题迄今未有定论的因素之一。 一些看似关键的证据,
因记载的可信度不高,反而成为理清线索的障碍。 有鉴于此,对不同时期

文献记载做出分层处理,考辨其中的虚实,进而找寻可信的证据定点,就
显得尤为必要。 以下将在系统梳理前人论述的基础上,通过史料的辨析,
来考察《书序》及《尚书》今、古文的有关问题。

一、今文《尚书》中“《泰誓》后得”及《顾》《康》是否分篇新探

今文《尚书》的发现,历来无多少疑义。 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记载:

伏生者,济南人也。 故为秦博士。 孝文帝时,欲求能治《尚书》
者,天下无有,乃闻伏生能治,欲召之。 是时伏生年九十余,老,不能

行,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 秦时焚书,伏生壁藏之。 其后

兵大起,流亡。 汉定,伏生求其书,亡数十篇,独得二十九篇,即以教

于齐鲁之间。 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,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
教矣。②

其中伏生所传的“二十九篇”,即日后所谓今文经《尚书》。 由于《史记》
并未详记篇目,这二十九篇到底有哪些,后来学者多有异说③。 他们的意

见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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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关于《书序》的年代及作者,自刘歆以后的古代学者,多认为《书序》 是孔子所作。
这种观念,直到朱熹时才有转变。 他由吴棫发现序文跟经文不合受到启发,认为

《书序》是周秦时“低手人”所作。 此后蔡沈、金履祥以至清末民国间康有为、崔适

等的辨伪意见,详见赵贞信的梳理(赵贞信:《书序辨序》,顾颉刚编集:《书序辨》,
景山书社,1933 年,第 1—53 页)。 一些学者将《书序》的年代定在秦时,这一判断

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,李锐已有辨析(李锐:《由近年出土文献论〈尚书序〉的有关

问题》,《清华简研究》第一辑,中西书局,2012 年,第 364—372 页)。
司马迁撰,裴骃集解,司马贞索隐,张守节正义:《史记》卷一二一,中华书局点校本

二十四史修订本,2013 年,第 3769 页。
诸家说法,以程元敏搜集最详(程元敏编:《尚书学史》,第 418—453 页)。 并可参看

刘起釪:《尚书学史(订补修订本)》,第 67—68 页;黄忠慎:《今文〈尚书〉的篇数与

〈顾命〉、〈康王之诰〉的分合问题》,《“国立”彰化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第七期,
2013 年,第 1—22 页。



1. 伏生时本二十八篇,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合为一篇,无《泰誓》。 阎

若璩较早指出;
2. 伏生时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为一篇,无《泰誓》,计《书序》,共二十

九篇。 此说以陈寿祺为代表;
3. 伏生时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分篇,无《泰誓》或早出《泰誓》为残简

不计,《书序》或无或不计。 此说以皮锡瑞为代表;
4. 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本为一篇,有《泰誓》,有《书序》而不计篇数。

此说以王引之为代表。
可见,学者集中讨论的是《顾命》 与《康王之诰》 是否分篇、《书序》

《泰誓》两篇的有无或计不计入篇数等几点。 其余的二十七篇多无异议。
“分歧点”在《泰誓》。
按照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 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的叙述①,《泰誓》

在武帝末年被人发现,通过官方命令博士起传的形式,得到此后今文欧阳

及大、小夏侯三家的传习。 但清代的王引之、段玉裁已经指出②:与刘氏

父子说法相矛盾的是,武帝末年以前,今文《泰誓》就已经被不少人引用,
有确切称引年代的,如《汉书》载建元四年(前 137)董仲舒对策③(《董仲

舒传》)、元朔六年(前 123)终军上《白麟奇木对》 (《终军传》)等;而《史

记》及伏生弟子或后学所编的《尚书大传》,也有不少与今文《泰誓》相合

的内容。
上文归纳的第 3 种观点,是目前较为主流的意见。 皮锡瑞以至于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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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刘向《别录》说见《尚书序》正义引(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,1980 年,
第 115 页);刘歆《七略》见《文选》卷四三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“泰誓后得”句李善注

引(萧统选编,吕延济等注,俞绍初等点校:《新校订六家注文选》第 5 册,郑州大学

出版社,2015 年,第 2863 页);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见《汉书·刘歆传》引(班固撰,颜
师古注:《汉书》卷三六,中华书局,1962 年,第 1968—1971 页)。 我们认为刘向、刘
歆父子均记载此事的可能性不大,详本节“第四”部分。
王引之:《伏生尚书二十九篇说》,王引之撰,虞思徵等校点:《经义述闻》第四,上海

古籍出版社,2018 年,第 246—264 页。 段玉裁:《古文尚书撰异》 卷三二《书序》,
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46 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 年,第 298—300 页。 按,在伏生时

是否有《泰誓》篇的问题上,段氏认可《尚书正义》所记,与王引之不同。
即“天人三策”第一策。 此文写作时代尚有争议,今暂取余建平说(详参余建平:
《“天人三策”文本顺序考辨———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》,《北京社会科学》
2019 年第 6 期,第 53—63 页)。



代一些学者相信刘氏父子的记载,但又无法回避王引之等所举的事实,为
弥缝二者之间的矛盾,认为:伏生所传、武帝末年以前所引的《泰誓》是伏

生时的“残简逸文”,不计入篇数;而武帝末年所得的《泰誓》则是完整本,
因而被博士作传传授,纳入今文三家①。 又为了调和《史记》所记伏生二

十九篇跟增益《泰誓》后的今文三家二十九篇间的差异,认为伏生时《顾

命》与《康王之诰》分篇,到了欧阳、夏侯三家才合为一②。
这样解释看似颇为圆融,实际的论证则建立在太史公与刘向、歆父子

的记载均属实情的基础之上。 但这一前提条件本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。
如果仔细推敲文献记载,就会发现,过去一些研究者的想法跟可能的事实

存在偏移。
第一,《史记》所记伏生“二十九篇”,应是以得《泰誓》后的今文家二

十九篇总括而归于伏生。 孔颖达认为《史记》所记伏生二十九篇,是司马

迁见《泰誓》出,“入于伏生所传内”,因而总括言之③,结合《隋书·经籍

志》称伏生传“二十八篇”、又后得《泰誓》一篇的记载④来看,这类解释应

当是中古时期较统一的认识,相比于皮氏等的残简说,不仅更加合理,且
时代更早,不可轻易否定。

上文已言及,《泰誓》 在武帝前就有流传。 而被认为是伏生所传的

《尚书大传》(已收录《泰誓》),按照郑玄的说法,实际是在伏生死后,“数

子各论所闻,以己意弥缝其阙……特撰大义,因经属指,名之曰《传》”⑤。
可见这部《大传》本非伏生亲撰,而带有弟子增补、编写的成分。 宋人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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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持此说者如王鸣盛、陈寿祺、宋翔凤、龚自珍等,程元敏亦赞同此点,认为“不过是零

章剩句,出于记忆,伏翁摭取以教诸生” (王鸣盛以下诸说,见程元敏编:《尚书学

史》,第 436—437 页)。 又如马楠认为“盖今文《大誓》 本出伏生,《史记》 即因袭

《传》文,其文或首尾不完、或书阙简脱,后民间往往得之,故武帝末集博士读说之,
因成定本,传以教人”(马楠:《今文尚书〈大誓〉综理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 2015 年

第 1 期,第 51 页)。
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,第 50—52 页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115 页。 程苏东曾对西汉前期的今文《尚书》三家之学有这样的

描述:“在武帝前期,三家师学尚未区分,《尚书》学犹总于伏生名下。”(程苏东:《从

六艺到十三经———以经目演变为中心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8 年,第 181 页)
魏征等:《隋书》卷三二,中华书局,1973 年,第 914 页。
武秀成、赵庶洋校证:《玉海艺文校证》引《中兴书目》所载郑玄《尚书大传序》,凤凰

出版社,2013 年,第 142 页。



振孙已经怀疑此书“当是其徒欧阳、张生之徒杂记所闻,然亦未必当时本

书也”①。 这种意见应当可信。 既然弟子后学所编的《尚书大传》已收录

《泰誓》,学者自可将《泰誓》之“传”等同于伏生之说。 司马迁自然也可

以根据他所了解的今文家传授情况,不复区别,将二十九篇之传归为今文

《尚书》的宗师———伏生,而一并言之②。 总之,《尚书》二十九篇的形成,
应当是在《泰誓》一篇增益之后才确定下来。

第二,所谓“伏生本”并未独立流传后世。 刘歆、班固以降学者所称

今文篇数及篇目分合,应属同时代今文家的实情。 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③,
今文《尚书》有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,可见当时已不存在伏生本《尚书》。
其中大小夏侯《尚书》为二十九卷,对应“二十九篇”;欧阳《尚书》三十二

卷,只是将部分长篇分篇,且加《书序》,与大小夏侯相比,并无具体篇目

的差别。 约在西汉成帝时,东莱人张霸伪造百两篇《尚书》,“分析合二十

九篇以为数十”④。 因此前《泰誓》已被纳入今文《尚书》的体系,这里的

“二十九篇”,应该是包含《泰誓》的篇数,也是今文《尚书》的统称,而非

专指某一家而言⑤。 今文家既以伏生为宗,与张霸约略同时代的刘歆及

稍晚的班固等人,恐怕也不会刻意区分从未见过的伏生本与他们熟悉的

今文三家本,而是如《史记》那样根据今文家的篇目情况约括言之,无需

计较《泰誓》系后得的问题。
第三,《泰誓》在汉代当仅一种,发现时间至迟在武帝前期。 不存

在先有《泰誓》残简,后得《泰誓》 全篇的情况。 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 及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均来自刘歆( 后者或也有来自刘向的部分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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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陈振孙撰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,
第 28 页。
古书题名往往归于始传之人的现象,沈玉成、刘宁在讨论战国诸子作者问题时也有

解释:“题名作者却往往还是始传之人,这并非完全是出于尊师的考虑,因为始传者

勾勒了学说的轮廓,奠定了基本的雏型,其在成书中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后学所无法

比肩的。”(沈玉成、刘宁: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2 年,第 394 页)
《汉书》卷三十,第 1706 页。
《汉书》卷八八《儒林传》,第 3607 页。
黄彰健认为“二十九篇”指的是“大小夏侯《尚书》篇数。 此可见在大小夏侯经本立

学以后,汉人数今文《尚书》篇数卷数,即尊重大小夏侯经本”(黄彰健:《刘著〈尚书

学史〉读记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二辑,中华书局,1995 年,第 199 页)。 这是

我们所不能同意的。



《汉志》记孔安国得古文《 尚书》 , “ 以考二十九篇,得多十六篇” ①。
学者或将此句理解为古、今文有完全相同的二十九篇,此外古文《 尚

书》还多出十六篇;那么只能同意伏生之时《 顾》 《 康》 分篇,才能一一

对应②。
另有一种意见,虽然赞同皮锡瑞等所说伏生时《顾》 《康》分立,不计

残简《泰誓》,但又说“《大誓》 在二十九篇之内,但不在‘逸十六篇’ 之

中”。 因此认为孔壁也当出《泰誓》,且与今文《泰誓》“大体相类”③。 　
持前一种说法的学者相信《泰誓》 是武帝末年所得,孔安国必然未

见,故只能将《泰誓》排除于“二十九篇”的篇目系统。 而后一种看法,则
实际上导出汉代出现过至少三本《泰誓》的结论:伏生时的《泰誓》残简逸

文,孔壁古文《泰誓》,武帝末年所得《泰誓》。
所谓“先有《泰誓》残简,后得《泰誓》全篇”这类看法,意在弥合,全

无根据。 首先,所谓“《泰誓》残简”不可能存在于伏生的《书》学体系中。
今文《泰誓》文句浅陋④,东汉马融已经指出,他将当时今文《泰誓》与《春

秋》《礼记》以至《荀子》所引的古本《泰誓》比对,发现不相合处甚多⑤。
伏生曾任秦博士,文帝时已经九十余岁,在始皇帝统一六国前,伏生应不

过三四十岁。 既然战国晚期同伏生一样生活在齐地的荀子曾引用过文句

古奥的古本《泰誓》,想必稍晚的伏生也不至将文句浅陋的今文《泰誓》误

认作真正的《泰誓》加以传授⑥。
再者,刘歆以及东汉的王充、马融、赵岐等学者,虽然对《泰誓》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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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汉书》卷三十,第 1706 页。
如程元敏:《古文尚书之壁藏发现献上及篇卷目次考》 ,《 孔孟学报》 1993 年总

第 66 期,第 73—98 页;程元敏编:《尚书学史》 ,第 641—642 页。
马楠:《今文尚书〈大誓〉综理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5 年第 1 期,第 51 页。
笔者以为,今文《泰誓》文辞简单,很可能是古之传记,为战国时人所作。 拟另文详

论。
《泰誓序》“作《泰誓》三篇”句孔颖达《正义》所引,又见于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“穆

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”句《疏》引(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180、2014 页)。
黄彰健有类似的看法,但他认为“伏生为秦博士,其所见《泰誓》应有战国时人所

引,不应同于汉代民间所献《泰誓》,伏生所见应属真本” (黄彰健:《论今文尚书古

文尚书的卷数篇数》,《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》,“中央研究院” 历史语言研究所,
1982 年,第 590 页)。



时间的记载不同,但都称“后得”①。 当时学者都强调此篇单独后出,被时

师传读,收入今文《尚书》;却不见后来许多研究者所说的前已有伏生残

本《泰誓》的文献记载。
此外,因出土文献不断披露,我们对早期写本因传抄、口传等导致的

“文本不稳定性”已经有更直观的认识:同一篇目而有不同底本来源的两

种(或以上)写本,往往存在数量不少的异文、异句,如《老子》的郭店楚

简、马王堆帛书及北大汉简诸本,以及清华简所见可与今本对读的书类文

献,均是极典型的例子。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刘向校书时对古

文与今文三家《尚书》异同所作的总结:“《酒诰》脱简一,《召诰》脱简二。
率简二十五字者,脱亦二十五字,简二十二字者,脱亦二十二字,文字异者

七百有余,脱字数十。”②今文《泰誓》已佚,目前只能看到零星的辑句,将
这些武帝前与武帝后所引《泰誓》文句对比来看,几乎没有太多异文存

在③。 如果存在分别来自伏生及武帝末所得的两篇文本来源迥异的《泰

誓》,却有极高的文本相似度,恐怕也说不通④。
总之,考虑到伏生生活的时代及其《尚书》学认知,结合武帝前期已

有今文《泰誓》的称引,且各方均公认为“后得”,以及武帝末这一时间点

前后的《泰誓》引文差异较小的实际情况,我们认为,今文《泰誓》在西汉

时仅出现一次,时间至迟在武帝前期;因得到官方认可并被博士传读,从
而列入今文《尚书》系统。

第四,刘氏父子“武帝末年得《泰誓》”说记载有异,未必得实。 上文

已经讲过,武帝末以前之人已经在称引的《泰誓》,跟后出的文句相似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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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马融、王肃及赵岐说,分别见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180、2712 页。 王充说见《论衡·正

说》,只是将河内女子献《尚书》一篇的时间记为“宣皇帝之时” (黄晖:《论衡校释

(附刘盼遂集解)》卷二八,中华书局,1990 年,第 1124 页)。 按,王充的记载更为晚

出,与《泰誓》在武帝时已得之事实乖谬,难以凭信,历来从信者鲜少。
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,第 1706 页。
马楠曾对异文做过梳理(马楠:《今文尚书〈大誓〉综理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 2015
年第 1 期,第 52—55 页),兹不赘述。
审稿专家赐示意见,认为“《泰誓》作为战国时期流传最广的‘书’类文献单篇,很难

断言它在汉初只有‘后得’的一种版本,元光、元狩时人所引用的,不能排除是一种

独立来源的《泰誓》(未必属于所谓的三种《泰誓》)”。 考虑到元光、元狩时人所引

与“后得”《泰誓》文本的一致性很高,“独立来源”的两种或以上《泰誓》的可能性

恐怕不大。



极高。 这不由使人怀疑,刘向、歆父子数十年后对《泰誓》发现时间的记

录是否准确可靠①。 就连研究者所据以得出“武帝末年得《泰誓》”说的

文献本身,也不是全无问题。 先来看其来源:
《别录》曰:“武帝末,民有得《泰誓》书于壁内者,献之,与博士,

使读说之,数月,皆起传以教人。”(《尚书序》正义引)②

《七略》曰:“孝武皇帝末,有人得《泰誓》书于壁中者,献之,与博

士使读说之,因传以教。”(《文选》卷四三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 “泰誓

后得”句李善注引)③

不难发现,两处均系唐人的引文。 根据研究,隋唐时人引《别录》《七略》,
常有混而不分之例④。 所以,这两则材料能否作为刘氏父子分别记载的

叠加证据,恐怕还要打个问号。 且刘歆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仅言“《泰誓》
后得,博士集而读之”⑤,并未确指其年在武帝末,也与中古时见引的《七

略》(或《别录》)记“武帝末”“得《泰誓》”不同。
总之,以目前掌握的证据看,只能以武帝前期或之前获得,方能解释

元光、元狩时人引用《泰誓》且被伏生的后学收入《大传》中的情形。 过去

以武帝末年说为正解的看法,跟实际情况有出入,且史料来源可疑,论者

以为证据,难称可靠。
第五,刘歆以古文《尚书》“以考二十九篇,得多十六篇”与《史记》记

载有歧。 孔壁古文《尚书》是否有二十九篇跟今文一一对应,也是很难讲

的事。 在孔壁《尚书》发现并流传不久以后成书的《史记》,其实并未将

古、今文一一比照,而只说“(孔安国)因以起其家。 逸《书》得十余篇”⑥。
到了刘歆、《汉书》那里,却对相关事实做了“清晰化”的处理。 刘起釪曾

指出刘歆等人记载存在的问题:
由孔子家传本的多十余篇,演进到刘歆的孔壁本多十六篇诸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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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王引之已指出“考古当论时代”,刘向、歆父子生活的年代距事件发生的年代已远,
因而导致“传闻或讹”(王引之:《伏生尚书二十九篇说》,王引之撰,虞思徵等校点:
《经义述闻》第四,第 258 页)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115 页。
萧统选编,吕延济等注,俞绍初等点校:《新校订六臣注文选》第 5 册,第 2863 页。
孙振田:《〈隋书·音乐志〉引沈约“向〈别录〉”考辨———兼论引〈别录〉而以〈汉志〉
代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17 年第 2 期,第 108 页。
《汉书》卷三六《楚元王传附刘歆传》,第 1969 页。
《史记》卷一二一《儒林列传》,第 3770 页。



再演进到《艺文志》的考定二十九篇相同之外多十六篇诸说,真是层

层加码,“闻一增以为十,见百益以为千”(《论衡·艺增》语)。 它的

内容的失实和不合情理之处,后人要找理由去替它圆场,必然是圆不

拢的。①

刘先生已注意到,古文《尚书》跟今文篇目到底有多少一致,《史记》并没

有给出答案。 如果全然相信晚出的刘歆及《汉志》记载,而不顾其史源的

有无和虚实,再以此为定点来考察《顾命》 《康王之诰》分篇以及《泰誓》
后出等问题,就难免会有削足适履、治丝益棼的情况出现。

第六,今文三家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为一,不存在分篇。 明白了第一、
二点,就可以知道,旧题孔安国撰(一般认为成书在东晋时)的《尚书序》
称伏生以“《康王之诰》 合于《顾命》”②,其实并非得见伏生之本。 《尚

书·康王之诰》 有《释文》 曰:“马本从此以下为《康王之诰》 ……欧阳,
大、小夏侯同为《顾命》。”③可见今文三家《顾命》 《康王之诰》均合为一

篇,与依从古文的马融本不同。 《尚书序》所谓的“伏生”如何,所指的也

是今文三家情况。 所以,东晋以前的今文家《顾命》 《康王之诰》是一篇,
应当可信。 进一步讲,既然今文的三家《顾》 《康》 合篇,那么他们的源

头———“伏生本”,似乎也没有分立的道理。
第七,《史记》所记“作《顾命》” “作《康王之诰》”来自古文《书序》,

跟今文经分篇无关。 说者以伏生本《顾命》 《康王之诰》分篇,如前文所

讲,只是为了凑足除去《泰誓》之后《史记》所记的二十九篇之数。 这一论

点的唯一根据是《史记·周本纪》有“作《康诰》”“作《顾命》”句④。 皮锡

瑞等认为司马迁必然是承袭自伏生所传的今文《书序》,既然这个“今文

《书序》”两篇分序,那必然伏生时《尚书》也是两篇分立;此后《泰誓》出,
才为了吻合“二十九”之数将《顾》 《康》合篇⑤。 持这种观点的前提条件

是相信伏生有今文《书序》传授且《史记》所引来自今文《序》。
但所谓的“今文《书序》”,从现有材料看,并不存在。 我们认为,汉代

有且只有古文《书序》。 《史记》所本来自古文《书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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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刘起釪:《尚书学史(订补修订本)》,第 112—113 页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115 页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244 页。
《史记》卷四,第 171 页。
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,第 50—51 页。



二、古文《书序》及“今文《书序》”论争

伏生所传本没有《书序》 一篇,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异

议。 自从清人考校经籍、条别今古文以来,今文《尚书》凭空多出一篇不

同于孔壁古文《书序》的另本“《书序》”。 此本《书序》的“出现”,又与上

节所说《泰誓》的有无及《顾》 《康》的分合相纠葛,由此引发了清晚期以

来的一桩公案。
《书序》 在两汉时曾有不少征引,篇目共所谓百篇。 但出自孔壁,

《史》《汉》并无明文记载。 因为《史记》中有不少与百篇《书序》相似的文

句,过去有学者曾怀疑《书序》出《史记》之后,甚至认为是张霸根据《史

记》及《左传》的材料补充编造而成①;对此,后来学者已有辩驳②。 能够

较为明确证明《书序》出自孔壁的,是西晋人束皙说“孔子壁中《尚书》云

‘将始宅殷’”③,此句正来自《书序》。 可以说,汉代流行有百篇《书序》,
且出自孔壁,是清代以前不少学者的固有认知。 清代的戴震、王鸣盛等学

者,也都认为《书序》为今文所无④。
而今文《尚书》的《书序》,是伴随《尚书》的辨伪及今、古文问题的深

入讨论,开始被学者提出。 较早认为今文有《书序》的,是段玉裁。 他通

过考察《史记》跟《书序》间的异文,认为《书序》也有今古文之别;伏生是

否用《书序》虽不可知,但今文《书序》在孔安国以前就应已出现⑤。 此

后,陈寿祺力主今文有《书序》,所列证据共十七条⑥。 因举证颇夥,这里

仅列举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的节引:
(1)以欧阳经三十二卷,西汉经师不为《序》作训,故《欧阳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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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刘起釪:《尚书学史(订补修订本)》,第 108 页。 刘先生的意见来自顾颉刚。 清人

方苞至廖平、康有为等,均认为《书序》是伪作,顾颉刚亦受此影响。

 

相关学术史梳理及辩驳分析,详参谢明宪:《论顾颉刚对于〈书序〉 作者的质疑》,
《汉学研究》第 25 卷(2007 年)第 2 期,第 413—438 页。
《盘庚上》之“序”“盘庚五迁将治亳殷”句《疏》引(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168 页)。
赵玉新点校:《戴震文集》卷一“尚书今文古文考”条,中华书局,1980 年,第 4 页。
王鸣盛:《尚书后案》卷三十,陈文和主编:《嘉定王鸣盛全集》第 3 册,中华书局,
2010 年,第 1191 页。
段玉裁:《古文尚书撰异》卷三二《书序》,第 309 页。
陈寿祺:《左海经辨》卷上《今文尚书有序说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75 册,第 378—
382 页。



句》仍止三十一卷。 其证一。
(2)《史记》于《书序》胪举十之八九,说义、文字往往与古文异,

显然兼取伏书。 其证二。
(3)张霸案百篇《序》造百二篇,即出今文,非古文也。 其证三。
(4)《书正义》曰“伏生二十九卷,而《序》在外”,必见石经《尚

书》有百篇之《序》。 其证四。
(5)《书传》云“遂践奄”,三字明出于《成王政》之《序》。 其

证五。
(6)《书传》言葬周公事,本于《亳姑序》。 其证六。
(7)《传》曰“武丁祭成汤,有雉飞升鼎耳而雊”,此出《高宗肜

日》之《序》。 其证七。
(8)《大传》曰“成王在丰,欲宅洛邑,使召公先相宅”,此述《召

诰》之《序》。 其证八。
(9)《大传》曰“夏刑三千条”,此本《甫刑》之《序》。 其证九。
(10)《大传》篇目有《九共》 《帝告》 《臩命》,《序》又有《嘉禾》

《揜诰》,在二十九篇外,非见《书序》,何以得此篇名? 其证十。
(11)《白虎通·诛伐》篇称“《尚书序》曰武王伐纣”,此《大誓

序》及《武成序》之文。 其证十一。
(12)《汉书·孙宝传》曰“周公大圣,召公大贤,尚犹有不相说,

著于经典”,此引《君奭》之《序》。 其证十二。
(13)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曰“般庚五迁,殷民胥怨”,此引《般庚》

之《序》。 其证十三。
(14)《法言·问神》篇曰:“《书》之不备过半矣,而习者不知。

惜乎! 《书序》之不如《易》也。” 《书》不备过半,唯今文为然。 其证

十四。
(15)《法言》又曰:“古之说《书》者序以百,而《酒诰》之篇俄空

焉,今亡矣夫。”《酒诰》唯今文有脱简。 其证十五。
(16)《论衡·正说》篇曰“按百篇之《序》,阙遗者七十一篇”,亦

据今文为说。 若古文,有逸篇二十四篇,不得云“阙遗者七十一篇”。
其证十六。

(17)杜预《春秋左传后序》曰:“《纪年》与《尚书序》说太甲事乖

异。 老叟之伏生,或致昏忘。”详预此言,直以《书序》为出自伏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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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证十七。①

陈氏的这一说法,皮锡瑞评价为“深切著明,无可再翻之案” ;其子陈乔

枞以至于当代的不少学者都赞同此说②。 他们的意见,在细节上或许

有些差异,但论证的材料,基本还都是沿袭陈寿祺的举证,少有溢出其

外的。
对这十七条进行批评者,则有康有为、刘师培等③。 康、刘的意见,虽

然间或有可取,但由于杂有门户之见,对陈氏的攻诘,难免有不惬人意之

处,因此注意的学者不多。 事实上,清人吴汝纶在与陈寿祺之子乔枞书信

往还时,已经对陈氏的说法表达过不同意见④,此后章太炎、屈万里等也

都曾有怀疑⑤,只是限于体例,大多未能展开讨论。 用今天的学术眼光来

看,陈寿祺的论证,在逻辑上恐怕难称严密,尚有不少可议之处。 我们先

将他的十七条证据,结合前人的批评,分类加以评述:
A. (1)只能证明欧阳《尚书》有序;
B. (2)只能证明《史记》所引的《书序》,跟被后人改动的今本百篇

《书序》有差异,这也可能是司马迁从孔安国学而得到的早期隶定古本,
无法推断出必然袭用伏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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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,第 79—80 页。
陈乔枞:《今文尚书经说考》卷三二上“尚书序”条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49 册,第
663—664 页。 赵贞信:《书序辨序》,顾颉刚编集:《书序辨》,第 26 页。 陈梦家:
《尚书通论》,中华书局,2005 年,第 92 页。 蒋善国:《尚书综述》,上海古籍出版

社,1986 年,第 61 页。 朱廷献:《百篇书序考》,《书目季刊》第十八卷(1985 年)第

4 期,第 125 页。 马楠:《周秦两汉书经考》,第 14—15 页。 以上学者中,如赵贞信

等,认为今文《书序》为二十八篇,并非陈寿祺所称的百篇。
康有为著,章锡琛校点:《新学伪经考》卷十三《书序辨伪》,古籍出版社,1956 年,第
307—339 页。 刘师培:《左盦外集》卷一《今文尚书无序说·附陈氏寿祺今文有序

十七证驳议》,《刘申叔遗书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 年,第 1311—1313 页。
吴汝纶《答陈朴园论尚书手札》说:“窃谓《书》惟古文有序,今文则伏生于经尚亡数

十篇,无缘更存序文。 古人经、传别行,古文既入中秘,其序自传人间,故张霸得以

采取,非今文自有序为张霸所采也。” (吴汝纶撰,施培毅、徐寿凯校点:《吴汝纶全

集》第 1 册,黄山书社,2002 年,第 10 页)
虞云国、马勇整理:《太史公古文尚书说·附记一》,《章太炎全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

社,2015 年,第 256—257 页。 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 “附编二

《书序集释》”,中西书局,2014 年,第 288—289 页。



C. (3)只能证明张霸曾利用百篇《书序》伪造,无法推断一定来自今

文本;
D. (4)只能证明孔颖达时所见今文本《尚书》有序,参看 A;
E. 《尚书大传》非伏生亲撰,因此(5)至(10)只能证明《尚书大传》杂

采了百篇《书序》的内容。 屈万里有说①;
F. (11)至(16)仅能证明汉人引用或提及百篇《书序》,无法确知是

来自今文还是古文②;
G. 如果上述都不成立,则(17)即杜预或当时人已混或误记③。
由上面的分析可知,陈寿祺的论述,只有(1)可信度较高。 (4)孔颖

达在《尚书序》正义中说“伏生二十九卷,而《序》在外”,恐不可凭信。 根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记载,今文《尚书》的三家,到了西晋末年永嘉之乱

以后均已亡佚④。 孔颖达时(也可能承袭自隋刘炫、刘焯等人)所能见到

的,许景元认为是“石经本与古本”⑤。 这种认识基本正确,且极可能是来

自欧阳《尚书》的石经本(说详下节)。 既然熹平石经附有《书序》,欧阳

《尚书》又源自伏生,孔氏自然会认为伏生本二十九篇外,也有《书序》
一篇。

应当说,证明今文欧阳《尚书》有《书序》,是陈氏的重要贡献。 至于

大、小夏侯两家,甚至伏生所传是否有《书序》,《史记》所传是否为今文

《书序》,陈氏并没有给出证据。 或许他认为既然欧阳家有《序》,那么夏

侯两家自然也有。 康有为为了批驳陈寿祺,完全不顾欧阳《尚书》经、传
卷数有差异的情况,认为夏侯无《序》,那么“欧阳亦无《序》审矣”⑥。 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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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万里:《尚书释义·叙论》,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,1980 年,第 5 页。
其中(13)为杨彪所引,杨彪习欧阳《尚书》,可作为欧阳《尚书》有序的证据,详下。
清王咏霓怀疑杜预不见今文家法,“盖亦一时记忆之差” (王咏霓:《书序答问》,林
庆彰、赖明德主编:《晚清四部丛刊》 第九编第 10 册,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,2013
年,第 18 页),康有为则认为“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《书》之人,故凡《书》即归之伏

生耳”(康有为著,章锡琛校点:《新学伪经考》卷十三《书序辨伪》,第 319 页)。 程

元敏《书序通考》也指杜预是误记(程元敏:《书序通考》,台湾学生书局,1999 年,第
55 页)。
《隋书》卷三二,第 915 页。
许景元:《新出熹平石经〈尚书〉残石考略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1 年第 2 期,第 193 页。
康有为著,章锡琛校点:《新学伪经考》卷十三《书序辨伪》,第 314—315 页。



引之、刘师培则径将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欧阳本卷数指为讹误①。
以上这些讨论都存在一种误区:即认为今文其中一家如何,其他两家

也应一致。 不论主今或古文《尚书》的学者,都将今文三家放在一个共时

的平面,作为整体来考量。 如果不将今文三家内部的差异厘清,今文《书

序》存在与否的进一步讨论也就无从展开。
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,钱玄同根据熹平石经残石《书序》推断篇数,

才给解决这一问题带来曙光。

三、从熹平石经论证欧阳本《书序》摘抄自古文《书序》

过去对熹平石经所载今文《尚书》的来源,有大、小夏侯及欧阳家三

种不同说法②。 钱玄同根据《隶释》所录《盘庚》残石上中下三篇之间空

一字,认为汉石经《盘庚》分为三篇;又因及见当时所出的汉石经《书序》
残石,从行数推定为二十九篇。 两者相加,恰好三十二篇,与《汉书·艺

文志》欧阳经三十二卷相合;而《书序》不作训③,因此欧阳《章句》是三十

一篇,也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欧阳《章句》的卷数相合。 据此,钱玄同认为

汉石经的来源,当为欧阳本④。 我们同意这一意见。
钱玄同的看法,在当时已被马衡认为是不刊之论⑤。 此后一些学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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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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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认为经及章句都应作“三十三卷” (王引之撰,虞思徵等校点:
《经义述闻》第四,第 249 页)。 刘师培则以为“宋本《汉书》作欧阳经三十一卷,明
人刊本始讹‘一’为‘二’”(刘师培:《左盦外集》卷一《今文尚书无序说》,《刘申叔

遗书》,第 1310 页)。 这恐怕难以成立。 经查《汉书》的几个早期刻本如白鹭洲本、
庆元本、景祐本(北宋递修本)、蔡琪本等,均作“三十二”,刘氏说不足据。
详参程元敏:《书序通考》,第 63 页。
陈寿祺引《毛诗》篇首疏“毛传不训序”,认为汉初治经之人未有为序作训者,至马

融、郑玄“始为之”(陈寿祺:《左海经辨》卷上《今文尚书有序说》,第 379 页)。 当

然,《毛诗疏》的这句话并非全无问题,说详本文第四节。 可能当时对《序》虽有解

释,但多无独立的《章句》类训解成篇。
钱玄同:《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》,顾颉刚等编著:《古史辨》第 5 册,海南出版社,
2005 年,第 25—28 页。
马衡:《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》,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,国立中

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33 年,第 67—68 页。 马衡:《汉石经集存·释文》,科
学出版社,1957 年,第 25 页。



虽仍有异说①,但 1968 年发现的熹平石经第 6278 号残石,有以大、小夏

侯本作为勘本的校语,所以可以确定石经底本来自欧阳《尚书》,进一步

验证了钱氏的判断。 6278 号残石背面所记为今文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 《皋

陶谟》《益稷》三篇校记,现将《益稷》中提到大、小夏侯的校记摘录如下:
斯食,大、小夏(八行)
根食,大夏侯言(九行)
粉米,大夏侯言粉(十行)
时乃工,大、小夏侯言(十三行)
于,予击石,大夏侯无(十四行)
箫韶九成,小夏侯(十五行)

最早对此残石进行研究的许景元已经指出,熹平石经“每经只刻一家章

句,定为标准本”,并以其他家的异同,刻在经文后作为参校,新出校记与

过去发现的其他经典校勘记“行款格式完全一样”,因此熹平石经《尚书》
来自欧阳《尚书》经本,当无疑问②。

关于今文欧阳家《书序》的来源,钱玄同说道:
汉石经中的《书序》,却很别致,仅有今文经所有的二十九篇之

序,此外七十一篇序一概没有,这是计算它的行数字数而可以断定

的。 这样别致的《书序》,不但陈氏(引者按:指陈寿祺)所未知,且西

汉人及刘歆等亦从未道及。 西汉今文家绝无言及《书序》者,也绝无

称引《书序》文句者。 刘歆、杨雄、王充诸人皆据百篇《书序》以证今

文《尚书》为不全,绝不据百篇《书序》以证二十九篇《书序》为不全。
由此可知一定是东汉的今文家就古文的百篇《书序》,删去今文所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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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陈梦家认为“必不是欧阳经本”,屈万里、朱廷献、程元敏等认为是小夏侯本。 相

关学术史梳理可参虞万里:《二十世纪儒家石经研究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

朝石经专论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8 年,第 28—30 页;虞万里:《〈尚书·无逸〉篇

今古文异同与错简》,《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八十七本(2016 年)第二

分,第 245 页。
许景元:《新出熹平石经〈尚书〉残石考略》,《考古学报》 1981 年第 2 期,第 193—
194 页。 熹平石经第 6278 号残石披露后,邱德修同意许景元意见,周凤五亦据之指

出屈万里认为熹平石经是小夏侯本的看法可疑;程元敏则力主 6278 号残石为伪;
虞万里评价程元敏之说“不无商榷余地”,认为残石“作伪可能性很小” (相关学术

梳理分析,详参虞万里:《二十世纪儒家石经研究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

经专论》,第 30—32 页)。



的七十一篇,以成此二十九篇《书序》……今汉石经《书序》中,《洪范

序》存“以箕子”三字,《君奭序》存“周公作君”四字,计其字数,知其

上下文必与古文《书序》相同,这也是东汉今文家抄古文序的一个证

据。 所以得此二十九篇的《书序》,更可十分坚决的说:西汉的今文

《尚书》绝对无序!①

认为《书序》为今文家从百篇《书序》删取,应当可信。 但钱氏囿于当时的

疑古思潮,相信康有为、崔适等“《书序》为刘歆伪造”的意见,甚至认为

《史记》所载的《书序》也是后人窜入,又不见西汉今文家言及《书序》,就
认为今文《书序》是东汉时才从百篇《书序》删取,“西汉经师作训时尚未

有”②。 这些判断则未免言之过当。
要进一步讨论欧阳《书序》是不是从百篇《书序》摘取,以及纳入并传

授的时代,则无法回避大小夏侯甚至伏生本是否有《书序》的问题。 我们

认为,汉人凡言《书序》者,往往以百篇目之。 今文家最开始并无《书序》
传承。 但至晚在西汉中晚期,欧阳家已从百篇《书序》中截取二十九篇之

《序》,与大小夏侯有别。 下面分别论证。
首先,扬雄称“说《书》者序以百”而《酒诰》“俄空”,说明《书序》为百

篇,今文家本无《序》。 扬子《法言·问神》曰:“昔之说《书》者,序以百,
而《酒诰》之篇俄空焉。 今亡夫。”③我们都知道,今本的《康诰序》有“成

王既伐管叔、蔡叔,以殷余民封康叔,作《康诰》 《酒诰》 《梓材》”④。 但郑

玄《周礼叙》称“《尚书·盘庚》、《康诰》、《说命》、《泰誓》之属三篇,《序》
皆云某作若干篇”,孙诒让据此认为,郑玄所见古本《康诰序》当为“作《康

诰》三篇”⑤。 郑玄称引之《序》并不分别今、古,可见在他的时代仅见一

种,亦当即孔壁古文《书序》当时面貌。 古文《书序》的这种篇目处理,跟
《韩非子》引《康诰》曰“毋彝酒”而此句实际在今本《酒诰》一样⑥,反映

了战国时《康诰》 《酒诰》 《梓材》 曾以“《康诰》 三篇” 为名。 而今文《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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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玄同:《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》,《古史辨》第 5 册,第 25 页。
分别见钱玄同:《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》,《古史辨》第 5 册,第 16、23、2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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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202 页。
孙诒让著,雪克点校:《大戴礼记斠补(外四种)·尚书骈枝》,中华书局,2010 年,第
142 页。
王先慎撰,钟哲点校:《韩非子集解》卷七《说林上》,中华书局,1998 年,第 176 页。



书》三家则《康诰》《酒诰》 《梓材》分别命篇①,如果三家本来就有自己的

《书序》 的话,自然会对三篇分别加以叙说。 扬雄既然感慨《酒诰》 之

《序》“俄空”,就说明当时今文虽有《酒诰》之篇,但在百篇《书序》中无对

应之序,扬雄所见的今文《尚书》并无与篇目匹配的《书序》②。
其次,张霸伪造百两篇一事也可证实今文二十九篇本无《序》。 《汉

书·儒林传》记载的张霸伪造百两篇《尚书》事为:“世所传百两篇者,出
东莱张霸,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,又采《左氏传》、《书叙》为作首尾,
凡百二篇。”③类似的记载也见《论衡·佚文》:“孝成皇帝读百篇《尚书》,
博士郎吏莫能晓知,征天下能为《尚书》者。 东海张霸通《左氏春秋》,案
百篇《序》,以《左氏》训诂,造作百二篇,具成奏上。 成帝出秘《尚书》以

考校之,无一字相应者……故百二《尚书》传在民间。”④张霸拆分当时有

《泰誓》的今文二十九篇作为经文,可知所谓“二十九篇”并无《书序》一

篇。 采古文百篇《书序》放在伪造的书尾,也是因今文《尚书》本无《序》。
再者,《汉志》的记载也能证明大、小夏侯两家无序,欧阳家裁取《书

序》至晚在西汉中晚期。 如前所说,陈寿祺举证看似严密,其实并没有多

少涉及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有《序》的积极证据。 通过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

载的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篇卷数,便可得知此两家并无《书序》。 《汉书·艺

文志》记《尚书》古文经四十六卷。 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经二十九卷,欧阳经

为三十二卷;大小夏侯《章句》各二十九卷,欧阳《章句》三十一卷⑤。 其

中欧阳经本的卷数因计入《书序》,又析《盘庚》为三篇,因此较大、小夏侯

的“二十九篇”多出三篇来。 古文《尚书》的四十六卷,一般认为是由“二

十九篇+逸书十六篇+《书序》”构成。 以上《汉志》 的记载均可靠无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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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论衡·效力》称引“梓材”篇,清代以来学者已指出为今文经(黄晖:《论衡校释

(附刘盼遂集解)》卷十三,第 579 页)。
今本“作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”之《序》,可能很早就因《书序》的单独流传而被改

编。 如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“故谓之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以命之。 康叔之国,
既以此命,能和集其民,民大说”(《史记》卷三七《卫康叔世家》,第 1924 页)。 从汉

人称引来看,古文《尚书》 发现后,其中的《书序》 一篇颇受重视,普及度也较古文

《尚书》其他大部分篇目要高得多。
《汉书》卷八八,第 3607 页。
黄晖:《论衡校释(附刘盼遂集解)》卷二十,第 861—862 页。
《汉书》卷三十,第 1705 页。



可见,大、小夏侯经、章句卷数相合,此二家经一定不会附有不为章句的

《序》。
而既然承袭自刘歆《七略》的《汉志》中欧阳经较大小夏侯多出一篇

《序》来,那么欧阳《尚书》附有《书序》的年代,当在西汉中晚期或以前。
当然,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。 黄彰健因汉石经残石有《序》,进而推

定大、小夏侯甚至伏生时均有二十八篇之《书序》,伏生时计算《书序》,故
为二十九篇。 《泰誓序》则是今文博士从孔壁《书序》所增①。 他既然相

信大、小夏侯本就有《序》,就必然要解释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的夏侯两

家篇数相合的实际情况,于是给出这样的解释:
大小夏侯经本系二十九卷。 其与欧阳经本不同处在:大小夏侯

将泰誓三篇算作一篇,故其经文为二十九卷二十九篇。 书序则附于

全书之末,未算卷数。②

众所周知,班固的《艺文志》是根据刘歆的《七略》 “删其要,以备篇籍”而

成。 著录根据的是刘向等人整理官方所藏的图籍情况,是对整理结果的

忠实记录。 如果大、小夏侯本有《书序》,《汉志》必然会如实照记,而不会

将其排除在外。 学者认为夏侯两家不计《书序》为篇数的原因,是这两家

学者为了遵循伏生二十九篇之数而故意不将《序》算在内。 这种解释的

问题在于,即便大、小夏侯有死守所谓“二十九篇”之数的目的,刘歆作为

古文《尚书》的倡导者,在力陈当时经师抱残守缺之弊的时候,也无为夏

侯两家的上述做法做遮掩的必要。 存在类似看法的根本,还是因他们坚

持认为伏生所传《尚书》就有二十九篇。 从本文第一节的讨论来看,此说

并不可信。
认为夏侯两家《书序》不计入篇数,实际上忽视了《汉志》作为目录之

书的性质。 既然熹平石经欧阳本篇数与《汉志》的记载相合,那么大小夏

侯的篇卷情况亦应作如是观。 既然大小夏侯本篇卷数显示两家并无《书

序》,那么所谓伏生本曾有《书序》传其后的说法也就没有必然成立的可

能性。
此外,东汉赵岐称“逸《书》有《舜典》之《叙》”也可证明今文家无百

篇《书序》。 《孟子·万章上》赵岐解释《孟子》书中舜之事迹来源的章句

中,有如下说法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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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彰健:《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卷数篇数》,《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》,第 594 页。
黄彰健:《刘著〈尚书学史〉读记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二辑,第 197 页。



孟子时,《尚书》凡百二十篇,逸《书》有《舜典》之《叙》,亡失其

文。 《孟子》诸所言舜事,皆《尧典》及逸《书》所载。①

赵岐所说“逸《书》”,显然对应古文《尚书》。 “《舜典》之《叙》”自然也是

古文《书序》中现在还可以看到的《舜典序》。 过去认为《舜典》亡于永嘉

之乱,照赵岐的话来看,东汉末年可能就很难见到此篇了②。 如果今文三

家《尚书》本有百篇之序,那么赵岐也就不必说古文《尚书》才有《舜典》
之序了。 欧阳《尚书》之《序》因是摘自百篇《书序》中可与今文篇目对应

者,也并无《舜典序》。
从以上的四点论述可知,今文家本不传《书序》,大、小夏侯均无《书

序》。 欧阳经所附的二十九篇序的来源,只能是从古文《书序》摘抄改编

而来③。

四、西汉中期以前转相承学的今古文《尚书》

汉初的博士制度尚不成熟,彼时的经学传授与承袭,是否如后世那般

师法谨严,本就是需要重加讨论的话题。 今文《尚书》 欧阳家抄撮古文

《尚书》之《书序》一事,就很值得注意。 过去的学者受到刘歆《移书让太

常博士》一文的影响,往往认为当时的今、古文两派势同水火。 以此来类

推西汉中前期的《尚书》学源流,可能就会被更晚才形成的“师法”甚至

“家法”观念左右,从而认为今、古两家《尚书》从来便是泾渭分明的状态。
此前学者认定今文《尚书》本有《书序》,恐怕也与之有关。 但从欧阳《尚

书》用古文《书序》 来看,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,对当时出现的古文《尚

书》,并非完全排斥的态度。
古文《尚书》因为后出,加之缺乏汉室行政力量的干涉,不能像《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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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孟子注疏》卷九上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2733 页。
阎若璩曾以古文《尚书》“虽甚显于东汉,然未立学官,当时诸儒苟非从师讲授,则
亦莫之见也”,并以赵岐不知古文本为据(阎若璩撰,黄怀信、吕翊欣校点:《尚书古

文疏证(附:古文尚书冤词)》卷二第十八“言赵岐不曾见古文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0 年,第 66—67 页)。
所涉大小夏侯、欧阳三家,均是针对《汉志》及熹平石经所反映的官学及官本情况。
官本篇目、文字均相对稳定。 民间私学即使有例外,也不影响本文判断。 关于官本

与民间之本的讨论,可参看高中正:《文本传流与变异:两汉今古文〈尚书〉新论》之

“余论:流动的文本———今、古《尚书》均非一本”,《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

集刊》第九十三本(2022 年)第三分,第 579—582 页。



誓》一样进入主流的《尚书》学传授体系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今文经师对古

文《尚书》毫无关注与兴趣。 考虑到“序”对确立篇目次序的功用①,其中

的欧阳家采摭古文《书序》,加以改编为一篇新“序”,纳入自己的传授系

统里,也是合乎情理之事。
结合《尚书大传》的分析,同样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。
上文第二节所引陈寿祺举证的(7)至(10),是《尚书大传》与《书序》

相合的内容,过去曾被认为是今文《尚书》本有《书序》的证据。 程元敏曾

赞成钱玄同的意见,以欧阳本《书序》是从孔壁本隶定,附于本经卷末;同
时,又认为伏生曾见“篇数及其板本未必尽同今本”的《书序》,“但其《尚

书》传本无《书序》;曾否传《书序》予欧阳生且以下传,亦莫能确知”②。
类似的看法,还是建立在《尚书大传》为伏生所作、没有弟子后学的增入

这一默认前提之上。
现在可以知道,这种认识并不可信。 《大传》中既有不见于百篇《书

序》的逸篇③,也掺入了后出《泰誓》的字句,本就为经师增益,不断层累

而成。 类似情况,在当时并不少见。 如以郑玄所说,伏生之后,他的弟子

后学就已“因经属指”作为章句④。 《汉书》又称三家《尚书》学都出自欧

阳和伯的弟子兒宽⑤。 对此,吴承仕解释道“盖汉世博士章句之学作始也

简,而将毕也巨,师资相袭,代有增益……后师所补苴牵饰者多矣”⑥。 吴

氏举出不少当时经师增益、删繁的例证,对我们理解《尚书大传》的形成

过程也颇有用处。 该书存留有一些时代层次不一且区别于今文二十八篇

的文句,也跟这种经说的不断添附相似。 此前的学者,或将《尚书大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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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之“序”,最重要的功用即是确定次序、指示篇旨。 相关研究可参看[日]池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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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;叶国良:《上博楚竹书〈孔子诗论〉问题五则》,《经学侧论》,台湾清华大学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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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解说归于伏生,因而与其他的史料记载冲突。 明白了《尚书大传》成书

的复杂性,此类问题今后或许就会避免。
由于缺乏更多的材料,过去的学者,对西汉中期以前今、古文学的关

系讨论较少。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,当时学者之间的转相承授,经师对今古

经本的关注、比照,不同经文本间的借用,应该已有发生。 西汉中期以前,
学派意识尚未完全确立,后人认识中所谓今、古文的观念也未形成。 从当

时的博士设置来看,《尚书》的大、小夏侯两家尚未立为学官,今文还未形

成三家鼎立的情形,也就难以形成宣帝以后诸博士因希求禄位而抱私守

缺的局面。 汉中期以前的经师所学,往往出自多门,兒宽曾师事欧阳生,
也曾问学于孔安国①,自然也可能接触到古文经本;夏侯建兼受夏侯胜及

欧阳高的《尚书》学,后又与夏侯胜发生龃龉②,可见当时相对开放的学术

授受风气。 那么欧阳经裁取古文《书序》,《尚书大传》掺有《书序》内容,
也就成为自然之事。 值得注意的是,西汉晚期,还出现了今文《尚书》对

《书序》的解说。 如《汉书·王莽传》记载居摄元年群臣奏请王莽居摄用

天子之制:
《书》曰:“我嗣事子孙,大不克共上下,遏失前人光,在家不知命

不易。 天应棐谌,乃亡队命。”说曰:“周公服天子之冕,南面而朝群

臣,发号施令,常称王命。 召公贤人,不知圣人之意,故不说也。”③

“说曰”,颜师古注“谓说经义也”。 其中阐发召公的不悦,并非《君奭》原

文,而见于《 君奭序》 “ 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相成王,为左右。 召公不

说”④。 因此,此段说解的经义,当是针对《书序》而发。 类似解说也见于

《汉书·孙宝传》:“周公上圣,召公大贤。 尚犹有不相说。”⑤当时的古文

《尚书》少有师说,因今文诸家立为官学,居摄元年,朝中群臣所熟习者,
多为今文经。 这类经说并非时臣的随口文饰,陈乔枞已指出《王莽传》所

引的“说”,与马融的解释存在差异⑥。 东汉末古学大兴,马融的解释,有

42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汉书》卷五八《兒宽传》,第 262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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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依据的是古文《尚书》学,《王莽传》 《孙宝传》所引的解经之说,则来自

当时今文《尚书》家。 今文《尚书》 之“说”,就许慎《五经异义》 所引,有
“欧阳说”“夏侯、欧阳说”“欧阳、夏侯说”等称法①。 按《汉书·儒林传》
“(兒)宽授欧阳生子,世世相传,至曾孙高子阳,为博士”②,相比于宣帝

时才立为官学的大小夏侯两家,欧阳高在武帝时已经立为博士,传承既

久。 既然今文三家仅欧阳家裁用古文《书序》,又遵照《书序》将今文《尚

书》的《盘庚》篇一分为三,态度最为积极,那么两处对《君奭》的解说均涉

及《书序》文字,是否与今文欧阳经之解说有关,也值得考虑。

五、结语

前文已对《书序》的今古文问题及汉初的《尚书》学,进行了系统考

察,下面简单交代本文的基本结论:
1. 汉初伏生所传今文《尚书》为二十八篇。 《泰誓》在武帝末年以前

应已发现,因官方诏令而受博士传读,从而纳入今文《尚书》系统,始有二

十九篇之数。 《史记》所载“二十九篇”是将当时所见包含《泰誓》的今文

《尚书》总归于伏生。
2. 古文《尚书》的《顾命》《康王之诰》两篇分立,伏生所传的今文《尚

书》三家,两篇为一。
3. 钱玄同认为熹平石经《尚书》来自今文欧阳本,可信。
4. 汉代只有孔壁所出古文《书序》,今文《尚书》不传《书序》,大小夏

侯均无《书序》。 欧阳经所附的二十九篇之《序》,是从古文《书序》摘抄

改编而来,时间至迟在西汉中晚期。 欧阳《尚书》可能已对截取的《书序》
加以改读、解说教授,进而为朝臣称引。

5. 西汉中期以前,学派意识尚未完全确立,经师对今、古经书本的关

注、比照,甚至不同经文本间的借鉴等情况,应该已经存在。
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,两汉经学的今古文问题并非“过去式”。

相关问题,不仅有漫长学术史积累中错综堆叠的记载及学者阐释,还需注

意的是,一些在很长历史阶段都没有异议的认识,实际是到近代才被“制

造”成学术议题的。 以本文所论,如《泰誓》“后得”以成今文《尚书》二十

九篇,至少在《尚书正义》及《隋志》所代表的中古时代,均有较为统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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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,到清代学者方提出新见;再如今文《尚书》本无《书序》,也是段玉裁

提出今文有“序”后,影响至今。 对于此类问题,均需回到史料记载的最

初阶段,加以小心求证,方能获得相对公允的认知。
此外,现代研究者在利用《尚书》时,或对今、古文不加分别,这种做

法恐怕不够妥当。 作为至迟从战国晚期就各自流传的两种书类文献选

本,今、古文《尚书》篇目、篇名以及因经师授受或辗转传抄等,均会导致

文本差异,甚至影响到古史记载或解说的分歧。 因此,对今、古文《尚书》
的篇目、流传进行考察,才显得基本且必要。 对于经今古文问题的研究,
仍然应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而史料的辨别考证、找寻可靠的

证据定点,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手段。

本文承蒙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建议,特此致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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